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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介紹性定義 

 

反移情是精神分析中轉變最多，也是促成最多轉變的概念之一。它需要從歷史、理
論、實證和經驗上來認識。如今這個概念廣泛代表了在分析情境中分析師對病人的感受
（意識和潛意識）、想法和態度。最廣義地來說，它指的是治療師對病人可能有的所有
感受、態度和想法。最狹義地來說，反移情是指對病人的移情出現特定的反應，主要是
潛意識的---字面上來說，相對於病人的移情。作為精神分析中最複雜和演變最廣的概念
之一，在現今不同國家間的取向裡，有著許多不同的意義，一般來說普遍認為反移情的
經驗既有潛在的好處也有危險。作為移情─反移情此系統概念的必要部分，即使在概念
上有所歧異，它仍反映了精神分析的一個重要的互動向度。 

從當代歐洲和北美精神分析辭典延伸來看 (Auchincloss, 2012；Skelton, 2006)，作為
一種臨床現象，由分析情境中的多種來源產生，即由病人和分析師內在或兩人之間的各
種概念化的過程與機轉調和而來，反移情經驗的現象學可以包括： 

* 分析師回應病人的素材而產生的意識上的感受或想法。 

* 分析師在這一小時之中或之後，對一些跡象認真的自我分析，所檢索出或（重
新）建構的潛意識的感受或聯想。這可能包括分析師對病人移情的反應、分析師自己的
移情、或者在交流中的任何要素或特徵、以及分析師對整個分析情境所反應出來的內在
經驗。 

* 與分析師的自我理想相抵觸的潛意識感受或想法，阻礙了分析師的接收能力和
自我反思／自我分析的功能，並導致各種概念化的盲點，阻礙了對病人的分析，或是對
分析師逐步建立反阻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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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師內在的一種狀態 (state)，並非暫時的問題／現象，而是一個反移情的位
置 (position)，是分析師的自我正在感知、思考和感受時所處的位置。在這種內部狀態／
位置／態度並沒有跨越到行動，而是被經驗為「被誘發」的程度內，它可能包括各種概
念化的「投射認同」和／或「角色反應」。 

* 共演 (enactment)，即未解決的反移情藉由行動釋放。關於這種現象的效用和必
然性存在著廣泛的爭論。許多當代作者提出了反移情共演的觀點，使無法用其他方法獲
取的（古老的，沒有完全象徵化的）潛意識材料得以浮現，這些材料如果被理解和詮釋，
便為分析雙方提供了發現新涵義的機會。它因著病人（無論多麼微妙）的行動而被潛意
識地引起／誘發／激發的程度，包含各種概念化的投射認同和角色反應，並且可能是上
述反移情位置或狀態的逐步擴大（參閱共演的個別條目）。 

一部當代拉丁美洲辭典 (Borensztejn, 2014) 在一個廣泛的摘要陳述中描述了上述
臨床概念的多元性：從將反移情作為涵蓋分析師對於被分析者所出現的任何心理反應，
到將反移情保留給後者與前者關係中嬰兒式、非理性和潛意識的部分。 

整體而言，現今在所有三個大陸文化中存在著廣泛的共識，即反移情和移情必須被
視為「孿生」概念，並且持續相互作用 —— 移情觸發反移情，反之亦然。它們描述了
分析關係的中心維度：移情集中於病人對分析師的心理過程，反移情集中於分析師對病
人的心理過程。在精神分析的歷史上，對反移情的臨床興趣一直在穩定增長。反移情與
移情最初被視為治療的障礙。直至今日，它們兩者都已經被廣泛理解成通往「精神分析」
潛意識的準「皇家大道」。 

本條目首先將介紹反移情在精神分析理論發展過程，及漸次展開的概念架構中的各
種含義演變，隨後嘗試在條目結語中對它們進行分類。所有具顯著國際特徵的概念演變
都會被提及。 

就體裁而言，出版物的標題是大寫的，並用引號括起來；引號之後列出頁碼的表示逐字
引用；斜體字強調了該概念在特定思想學派或新興專有名詞中的明確特點。 

 

二、概念的歷史和發展 

 

二、 A. 佛洛伊德與反移情的「狹義定義」 

反移情這個詞首次出現在 1909 年佛洛依德寫給榮格的信，信中談到榮格對 Sabina 
Spielrein 戀情的經驗：「這種經驗雖然痛苦，但卻是必要且難以避免的。如果沒有此種
經驗，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生命，也無從理解我們正在處理的是什麼…這些經驗幫助我們
發展所需的厚實皮膚，並且主宰『反移情』，這畢竟是我們永久的問題；這些經驗教導
我們能以最大利益取代自己的情感。它們是一種『因禍得福』」(Freud, 1909, p. 230-231)。 

在 1910 年〈精神分析治療的未來前景〉中，反移情的概念首次被正式地發表與介
紹，在文中佛洛伊德提及分析師：「我們已經意識到『反移情』，它是病人對分析師潛意
識情感影響的結果，而且在分析師身上產生。我們傾向堅持分析師必須辨識在自己身上
的這個反移情並克服它…分析師的理解永遠無法超越自身的情結與內在阻抗所允許的
範圍。」(1910, p. 144-145)。值得一提的是佛洛伊德使用的德文「Gegenübertra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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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在 1923 年被 López-Ballesteros 翻譯為西班牙文「transferencia reciproca」或
「reciprocal transference」，即相互的移情。 

兩年後，佛洛伊德在〈給從事精神分析的醫師之建議〉(1912) 中主張受訓者必須接
受個人被分析，能夠辨識、說出和克服這類反移情，以做為與病人進行精神分析工作的
準備。 

後來他補充道「我們不應放棄對病人的中立態度，這是我們通過約束反移情而獲致
的」(Freud, 1915, p.164)。佛洛伊德認為分析師的心智像是「工具」，它的運作成功與否
會因反移情而受阻，對分析工作的限制，則是透過分析師尚未解決的衝突和自己的盲點
施加而成。因此，反移情被視為是分析師理解患者的自由度與能力的阻礙。反移情首先
必須能被注意到，然後加以克服。 

然而自始至終，在令人費解的對矛盾或衝突的暗示裡（這忠於他自我顛覆，並預見
且示範概念化之多樣性的理論嘗試）(Reisner, 2001)，在他眾多的信件與理論的重新評估
裡，佛洛伊德也指出他的學生已然學會承擔部分的自我覺察和自我認識。我們對於反移
情的理解的深化與這個原則一致。在此脈絡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夢的解析》(Freud, 1900) 
這部揭開精神分析序幕的文本中，所報告的第一個夢是「伊瑪注射的夢」(1895)，就是
一個卓越的反移情之夢。 

Harold Blum (2008) 與 Carlo Bonomi (2015) 重構佛洛伊德自 1895 至 1899 年自我分
析期間的生命史，此時期他正好在撰寫《夢的解析》，揭示他對 Fliess 移情的複雜性，
以及他對他們共同的病人 Emma Eckstein（夢中的「伊瑪」，後來成為首位女性精神分析
取向治療師）的反移情。Blum 與 Bonomi 展示此反移情如何塑造佛洛伊德的理論發展（包
括從雙性論到異性戀霸權，以及從誘惑創傷理論到精神分析對心性發展、潛意識幻想和
精神內在衝突的概念化）。在此脈絡下，反移情的概念體現並說明了在理論和實作之間，
以及在臨床工作和概念化之間不斷的交互作用，從「精神分析的誕生」到它進一步的演
化都是如此。   

佛洛伊德引介了這個概念，但並沒有進一步明確闡述反移情作為分析工作中有用的
工具 —— 他在闡述移情時倒是有走到這一步。佛洛伊德早期的明確觀點已被稱作反移
情的「狹義」觀點，許多他早期的追隨者也都贊同這樣的觀點，正如早期精神分析的教
科書、演講、與期刊出版所顯示 (Stern, 1917；Eisler, 1920；Stoltenhoff, 1926；Fenichel, 
1927, 1933；Hann-Kende, 1936)。此狹義的觀點在英文中常以連字符號「反—移情」
(counter-transference) 來表示，強調分析師對病人移情的潛意識（移情的）反應。Helene 
Deutsch (1926) 提出了一個由此觀點所衍生的有趣說明，她引介了反移情作為「互補位
置」的想法，這後來在 Heinrich Racker 的原創著作中有詳細闡述。 

關於狹義定義的發展，部分可以在承襲佛洛依德標準技術者的著作中看到，例如
Annie Reich (Reich, 1951) ，此外也可在有點不同的觀點裡看到，如 Jacques Lacan  
(1966/1977)。Reich 強調「反移情」是分析師對精神分析式神入的一種移情的阻礙，而
Lacan 雖然在分析師與病人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中，在概念上更動並擴大了分析師的知識
和「權力」的影響，反移情僅被他視為分析師整體功能中錯誤、誤解、精神官能症和缺
陷的貯藏室，而且在詮釋工作中毫無用處 (Lacan 1966/ 1977)。Lacan 學派認為反移情的
概念，在理解整體情境的互為主體動力時，必須包含分析師的欲望帶動病人的欲望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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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現象 (precession) —— 這與他著名的主張相呼應，也就是分析中最重要的的「阻抗」
是分析師的阻抗 —— 尤其是對在歐洲及北美的法國互為主體取向，這樣的看法至今仍
引起共鳴 (Furlong, 2014)。 

然而，或許佛洛伊德提出的一些言論，可以被視為預見將反移情當作治療工具的觀
點，在此觀點下分析師通過這種治療工具，可以看到或感知病人的某些潛意識。他寫道
「分析師必須調整自己來適應病人，如同電話接收器之於傳導的麥克風，接收器將電子
振盪轉換為聲波一樣，… 於是醫師的潛意識能夠，從他收到的潛意識衍生物，重構那
個潛意識，正是這些潛意識決定了病人的自由聯想」(1912, p. 115-116)。此外，當佛洛伊
德 (1915) 在闡述自己對潛意識歷程的看法時，他認為不僅要注意到病人的潛意識動
力，也需特別注意在分析情境下分析師的潛意識動力。他很清楚一個事實，那就是病人
和分析師意識和潛意識的心理歷程是深深交織在一起的。Annie Reich 1951 年在這部分特
別加以強調：對於分析師來說，病人可能再現了「被投射了過去感受和願望的過往客體」
(1951, p. 26)。由於移情無處不在，因此可以預測，分析師會對病人有移情，如同病人會
對分析師有移情一樣（對於病人和分析師來說，這種感受基本上是潛意識的）。 

上述概念也在《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1937b) 中談到，佛洛伊德強調，持續和
病人的潛抑接觸，可能也會激起分析師本來被抑制的驅力需求，甚至可能導致「危險」，
因此分析師需要定期進行自我分析 (1937b, p249)。相較於先前的陳述，這段話清楚表達
了病人—分析師關係中一個不同的面向；對病人潛意識的反應可以活化分析師的某些歷
程，甚至改變。 

雖然先前反移情主要被視為風險 —— 分析師對病人的移情會阻礙分析師對病人
的冷靜評估，並干擾分析師的客觀、中立與臨床效能 —— 但在佛洛伊德稍後的觀點（這
是從他原先只暗示這個主題的「其他」思考方向所逐漸累積的結果），反移情不僅僅是
分析師的內在精神動力，而且也是精神之間歷程的結果，這個觀點肯定預示了後續的發
展。 

 

二、B. 較廣義之概念的基本輪廓（1920 年代後期—1950 年代初期，於匈牙利、英國與
阿根廷） 

從作為一種阻礙到作為一個工具，反移情的典範轉移開始於 1920 年後期，Sandor 
Ferenczi (1927, 1928, 1932) 在與創傷病人工作中挑戰精神分析的中立（與禁制）教條，
他認為分析師的位置應是一位參與觀察者。Michael Balint (1935, 1950；Balint & Balint, 
1939)，Ferenczi 的學生與譯者，隨後區別分析治療目標的「古典派」與「浪漫派」描述：
「古典派」作者 —— 始於佛洛伊德 —— 強調提升洞察力，目標是精神內在的結構
改變，以強化自我，而「浪漫派」作者 —— 早期客體關係理論家、Ferenczi 以及提出
「新的開始」概念的 Balint 本人 —— 強調動力或情緒因素 (Balint, 1935, p190)。Ferenczi
更早期的論文〈內攝與移情〉(1909) 預示了這個發展，他將分析師的反移情視為一個與
被分析者的移情互動的工具。各種情感反應，甚至對某位受創病人的愛意，Ferenczi 都
認為是潛在的精神改變的驅動力。他的「參與觀察者」分析立場以及「彈性技巧」(Ferenczi, 
1928) 可說是後來所有這類反移情觀點的歷史先驅，包括認為反移情是一個共同建構與
共同創造，以及認為分析師的主觀經驗在分析式治療中以多種方式做出重要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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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czi 的觀點被認為是罕見的創意且持續有影響力，尤其是與創傷病人的分析工作 
(Papiasvili, 2014)，然而，一如 Balint (1966) 同情但嚴謹地回顧，Ferenczi 提出的反移情
觀點和實施的彈性技巧，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具爭議性且有些過度。北美分析師 Harold 
Searles (1959, 1979) 後來採用這個觀點更激進的部分，他呼籲即使是情慾反移情（分析
師對被分析者發展出性的興趣）也能引發病人強烈的精神改變。 

Heimann 在 1950 年明白指出，反移情是有價值的治療工具。從強調分析師對病人
的感受出發，Heimann 對反移情的基本假設是「分析師的潛意識瞭解病人的潛意識。這
個深層的溝通關係就以感受的形式浮現出來，而分析師以在他自己的『反移情』中注意
到這些感受來回應病人 (Heimann, 1950, p.82)。」分析師必須使用他／她對病人的情緒
反應 —— 反移情 —— 作為瞭解隱藏意義的鑰匙；他或她必須能夠「維持被激起的
情感 … 而非（像病人一樣）宣洩它們，以使其成為分析工作的材料」(1950, p81-82)。
因此，根據 Heimann，分析師的反移情是進入病人潛意識的調查工具，是分析工作最重
要的工具之一：然而，它能夠為分析所用的條件是，它被如其所是地認識，而非活出 (live 
out)。 

Heimann (1960, 1982) 的論述逐漸佔有重要位置，並且預示了關於反移情在廣泛精
神分析文化中的書寫，這就是所謂「兩人觀點」的反移情，它代表一種認識，即反移情
有一部分是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的互動所創造出來的，而不僅是分析師早年的潛意識
狀態殘餘物轉移到被分析者身上。從這個較廣義的觀點來說，「反移情」一詞指的是治
療師對病人所產生的一切感受、幻想與各種各樣的經驗，而不只來自他／她自己的潛意
識驅力和焦慮、內在客體以及過去的關係。 

這個擴展的反移情概念同時被其他卓越的思想家往前推進，例如英國的 Donald 
Winnicott (1949) 以及阿根廷的 Heinrich Racker (1948, 1953, 1957, 1968)。Horacio 
Etchegoyen (1986) 注意到這些在英國與拉丁美洲的平行發展，他強調 Heimann 和 Racker
的工作彼此獨立前進，但有顯著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Heimann 在英國大聲倡議新的反移情論述，主要是抗衡具有爭議性的克萊恩學派所
引介的「投射認同」概念 (Klein, 1946；Meltzer, 1973)，雖然 Edoardo Weiss (1925) 和
Marjorie Brierley (1944) 之前已經使用「投射認同」一詞，一般仍將對這個概念的論述，
以及相關侵入客體的全能幻想，都歸功於克萊恩。雖然克萊恩本人顯然對於在臨床中使
用反移情沒有興趣 (Spillius, 1994)，她的投射認同概念和廣義的反移情概念卻有密切關
連：投射認同（請見投射認同一詞）意指病人將他／她自己的感受（在此概念擴充之前，
大多強調「壞」和破壞的感受）投射到分析師裡面。理論上，在反移情的領域內，可以
說分析師內在的潛意識感受與幻想被視為是受被分析者所誘發的。 

阿根廷的 Racker (1948, 1953, 1957) 將投射認同的概念明確地帶進反移情的臨床脈
絡中。儘管 Racker 的反移情概念，同時可見佛洛伊德學派和克萊恩學派的影響，de 
Bernardis (2000) 在回顧拉丁美洲傳統的反移情時，由於他明顯採用潛意識幻想和投射
與內攝機制等想法，整體上還是將 Racker 定位在克萊恩學派多於佛洛伊德學派。 

在 Racker 的觀點中，反移情被視為分析師對病人投射認同的個人反應：在對病人
之投射的情緒反應中，分析師可以認同病人的內在客體（互補式認同），也可以認同病
人（一致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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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ker 擴展 Deutch 將反移情視為「互補性位置」的概念 (Deutch, 1926)。他指出分
析師認同被分析者內在世界的傾向。若從結構來思考，分析師人格的每一個內在結構，
會認同被分析者人格的對應部分：自我會認同對方的自我，原我會認同對方的原我，依
此類推。Racker 稱這樣的認同為「一致」，並區別開分析師對被分析者內在客體的認同，
他稱這種為「互補」。在他的系統中，這兩種認同的比例彼此消長：當分析師未能理解
自己的一致式認同時，互補式認同的比例就會增加。 

一致式認同源自於正向認同的昇華，可謂神入的前提。。一方面，分析師做為主體，
而被分析者做為知識的客體，客體關係從某種意義來說被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粗
略的認同機制，建立在某些部分的主體與某些部分的客體間的認同上，而此兩者的結合
即稱為「一致」。另一方面，在分析師身上也存在一種真實移情的客體關係，在其中分
析師重演早年經驗，同時被分析者代表分析師的某些內在（古老）客體。這兩者的結合
就稱為「互補」。因此，透過反移情反應，分析師可以感知到投射進入他或她的病人內
在的主角們。 

Heimann 在某些面向持相反立場：反移情活化了分析師對病人反應的感受。這些感
受是分析師的感受，並非病人對分析師投射認同的結果，對這些感受的注意與理解形成
前往病人潛意識的通道。Heimann 更進一步的解釋，反移情是一種潛意識的「認知儀
器」，一種「對分析師工作高度重要的工具 …」，提醒分析師可能存在著「意識與潛意
識知覺間的落差」。這樣的落差相當於「分析師對病人的潛意識內攝與認同」(Heimann, 
1977, p.319)。 

即使 Heimann 逃離柏林後最初結交的關係是克萊恩學派團體，但她大部份都被納
入對反移情持兩人觀點的分析師團體中。她自己將她的論文〈論反移情〉視為她從克萊
恩獨立出來，並且與 Ferenczi 與 Balint 世界重新連結的開始。這篇論文提出一種平衡的
組合，包含對分析師情緒反應豐富表現的強烈關注，以及對情緒表達的謹慎態度。她似
乎已經將分析中的反移情視為病人的一種創造，且對分析師有用。然而，她的臨床案例
片段包含了她對反移情同時是「線索」也是「錯誤線索」的看法。 

在越來越強調反移情概念的爭議中，Winnicott 的〈反移情中的恨〉中呈現了一種
重要且獨立的論點。這篇文章出版於 1949 年，預示了 Heimann 的闡述，也為 Winnicott
在反移情論述中奠定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他認為攻擊作為反移情的一個面向並具
有轉化 (mutative) 且是必要的角色。Winnicott 的兩篇文章，〈攻擊性與情緒發展之關
聯〉(1950) 與〈反移情中的恨〉(1949)，皆指認出分析師的攻擊與恨意的無可避免與臨
床效用。根據 Winnicott 的說法，恨並非與愛及原發母性全神貫注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相互對立，而是相互配對。恨能製造界線，有助於分離，且有助於被分
析者區辨幻想與現實的能力，以減少危險的全能經驗。如此，分析師的恨，包含每次治
療時間結束裡的恨，是造成被分析者改變的重要因素。 

Winnicott 將反移情做以下的區分： (1) 被潛抑的反移情感受可能需要分析師進行
更多的自我分析（分析師個人獨有的認同和傾向）與 (2) 「真正客觀的反移情，… 基
於客觀的觀察，分析師對病人實際的人格特質或行為所反應出的愛與恨意。」(1949, 
p.69-70)。「真正客觀的反移情」指的是分析師對病人的感受，那是分析師自己的感
受 —— 就如 Heimann 後來看到的 —— 並非病人對分析師投射的結果。這些感受是
對病人行為的反應：對病人「客觀」存在方式的個人反映。根據 Winnicott 的說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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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必須讓病人運用這些分析師的感受 —— 透過分析師承認這些感受是自己的，及／
或透過詮釋 —— 以讓分析能夠進行。 

這個觀點和 Heimann 的觀點一樣，有別於傳統克萊恩的「投射認同」概念框架（被
視為普遍存在的機轉且會影響病人／分析師的整體關係）。Heimann 與 Winnicott 的工作
為英國的第三勢力（第一是當代佛洛伊德學派，第二是克萊恩學派）帶來長遠的影響，
該勢力又稱作「獨立學派」，此影響擴及的範圍從 Little (1981) 探究恨與被阻礙的活力在
移情形態中之深度，到 Bollas (1983) 主張審慎地感受反移情，因為反移情承載了被分析
師否認的面向。 

整體而言，在英國，反移情概念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分歧的。其中一個概念源自於克
萊恩引進的投射認同，且為「克萊恩學派團體」所強調，本身就是理解病人與分析師關
係方式重大的一步。第二個概念，早期「傳統獨立學派」(Winnicott 和 Heimann) 的反
移情，主張來自分析師的就是來自分析師的，未必是分析師對病人投射的反應。在反移
情概念上的這個差異對治療中的技術運作，以及分析師如何考量並與病人的溝通工作，
都會有相關的影響與後果。 

至於阿根廷學派的平行發展，從 Racker 開始就與克萊恩學派觀點較貼近，並發展
出他們自己在反移情脈絡中運用投射認同的觀點。 

 

二、C. 反移情概念在國際上的擴展─更多的擴張路線（二十世紀後半的歐洲、拉丁美洲
與北美） 

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精神分析範圍的擴張」，反移情越來越被視為有用的
工具，此時廣義的觀點成為主導的視角。過去五十年裡，大多數分析師都不再只將反移
情視為障礙，相反地已經將其視為一種資源，用來洞察被分析者以及自己與被分析者關
係中的精神運作。在此，它有時被稱為「個人的反移情」或「診斷的反移情」(Casement, 
1987)。在此觀點中，反移情被視為兩人的共同創造，且移情與反移情被視為單一動力歷
程的終點。這種反移情觀點開始將現象緊密連結到共演，而共演被某些人視為朝向界線
破壞的第一步，即移情與反移情的「實現化」(actualization)。 

在所有的這些世界性發展中，投射認同與反移情之間的關係的概念化扮演重要的角
色。Heimann 和 Racker 的想法，以及 Winnicott 和其他獨立學派作者的想法，已經被
Grinberg (1956)、Bion (1959)、Ogden (1994a) 以及許多其他人發展與延伸。他們專注於
分析師對神遊 (reverie) 的使用以及專注於使分析的客體／空間／設置／場域成為一個
多方面概念化的三方組合與交流 (Baranger 1961/2008, Bleger 1967, Green 1974)，這是病
人與分析師的新的創造，以 Ogden (1994b) 的用語來說，是一種「第三方」。 

在阿根廷，Leon Grinberg (1956) 的投射反向認同 (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 
概念，進一步豐富了後設心理學以及反移情式投射內攝嵌入 (engagement) （包括戲劇
化與共演）之臨床理論的大規模討論。 

無論 Racker 和 Heimann 的概念化有多不同，他們皆認為在反移情的脈絡中使用投
射認同機制，是分析師對於病人的某些內在客體或自體之認同反應，而 Grinberg 則聚焦
在投射—內攝交流的古老溝通層面，此方向後來也被 Bion 使用。Grinberg 的最初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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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射反向認同是在分析雙方的溝通中發生了「短路」。他的假設是病人將他／她自己
具有投射暴力的某些面向「放置於」分析師心中，分析師如同一個被動的接收者，也真
實而具體地將這些面向同化為他／她自己的 (1956, p.508)。參考他與行動化連結的概
念，Grinberg (1968) 寫道：「分析師屈服於病人病態式投射認同的影響，可能會對他們
做出如下反應，就好像他真的已經獲得了那些投射在他身上的面向（病人的內在客體或
是部分自體）。分析師感到被動地被「拖」進扮演這個角色，那是病人以主動但潛意識
的方式，名符其實地「強加」於他的。我已經稱此特殊類型的反移情反應為『投射反向
認同』」（p.172；重點強調是筆者所加）。  

相較於 Racker 的互補式反移情，認為分析師的情緒反應是以自己的焦慮與衝突為
基礎，去認同那些與被分析者類似的內在客體，Grinberg 的概念則認為分析師的反應相
對與他自己的內在衝突無關。Grinberg 的優點是強調分析師自己的潛意識起初並沒有涉
入，所以分析師的內省並不足以立即接觸到這類投射反向認同的根源。Grinberg 所強調
的，是多年後被稱為反移情中「微型行動化」的不可化約特徵，這是分析師尋求洞察病
人心靈古老層面時之中介站。如果分析師要認識被移情客體的整體脈絡，像這樣的中介
站無可避免 (Grinberg, 1982)。 

Grinberg (1956) 的貢獻是看到被分析者的潛意識有意地透過投射認同對分析師的
心理產生影響，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主體內在的幻想 (Klein, 1946)，而是兩個心智之間的
互動歷程。三年後，Bion (1959) 明確地強調了投射認同的這種溝通面向。 

隨著 Grinberg 投射反認同概念的演進，他發現了新的後設心理學工具來重新概念化
分析師的反移情。他的投射反認同強調投射認同的溝通面，亦即投射認同乃是僅能藉由
病人掀起的移情─反移情之戲劇化來表達的難解且不可言喻的訊息。在臨床情境中，移
情－反移情之戲劇化概念預示了多年後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即藉著繞道至共演以傾聽
病人最古老的心理層面 (Jacobs, 1986; Godfrind-Haber & Haber, 2002; Mancia, 2006; 
Sapisochin, 2013; Cassorla, 2013)。 

從 1950 年代晚期起，Bion (1959) 與 Rosenfeld (1962) 提出，投射認同是來自被分
析者的潛意識溝通。Bion (1959) 將治療互動類比為「受苦的孩子將他／她的痛苦投射給
母親，『涵容』它，然後能夠適當地反應」。分析師有相同的（涵容／「α」）功能：在某
種「神遊」狀態中『涵容』病人的投射、『消化』它們並且以適當的詮釋回應。以此觀
點，反移情不只被視為分析師接觸病人潛意識世界的工具，也是用來處理病人無法承受
的經驗的介質；不只是探查的工具，也是治療的媒介。Bion 對分析師之涵容與 α 功能的
論述，讓人敏銳地領會，分析師的心智、情感、甚至身體自我，如何被分析者的潛意識
與前意識歷程相融合（見詞彙涵容 (CONTAINMENT：CONTAINER／CONTAINED)）。 

在後續的發展中，投射認同的概念仍然在克萊恩學派、比昂學派、新比昂學派、以
及許多互為主體與人際觀點中維持重要的角色。當它從原始幻想與防衛的理論擴展到古
老的溝通與思考的理論，投射認同和分析師自身的反移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與兩者間
的分野變得更大 (Grotstein, 1994)。在比昂、Rosenfeld、及其追隨者 Mawson (2010) 的
作品中，於移情－反移情交互作用中，相互性與創造性的意義建構，呈現出一個複雜的
歷程。在此歷程中，分析師必須用心檢查其被誘發的情感狀態，以便看到它們的溝通面
向。此種投射可能經由分析師的反移情，使其了解病人正深陷其中且試圖溝通的情感狀
態。在 Alvarez (1992) 的著作中，此觀點進一步擴大為將整個分析歷程視為雙方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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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觀點。 

目前對互為主體歷程，對分析師、被分析者及治療的影響力之豐富了解，大大地歸
功於英國克萊恩學派思考之發展，從克萊恩、到比昂 (1959)、Rosenfeld (1962, 1969, 
1987)，以及阿根廷學派的 Racker (1957, 1968) 和 Grinberg (1956, 1968)。後來英國的 Segal 
(1983)、Spillius (1994)、O’ Shaughnessy (1990)、Steiner (1994)、Feldman (1993) 與 Britton 
(2004；Segal & Britton, 1981)，和美國的 Grotstein (1994)、Mitrani (1997, 2001) 等人都從
此觀點再加以多方延伸。 

一直以來，Ferenczi 早期著作對反移情的描述持續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傳遞
Ferenczi 對反移情看法的重要人物 Michael Balint─為「基本缺陷」(basic fault) (Balint, 1979) 
概念的作者─也對投射與內攝之討論有重大貢獻。Michael Balint 與 Alice Balint 將 Ferenczi
的基進概念帶到倫敦，影響了克萊恩學派與所謂的獨立學派。Ferenczi 與 Balint 的概念
透過 Racker (1957) 傳到拉丁美洲。Racker 在他自己的互補性認同概念（認同病人內在
具攻擊性的客體）之中採用 Ferenczi (1927, 1932) 的認同攻擊者概念，並且進一步深化
Balint 在階層式訓練機構中的反移情觀點。Ferenczi 和 Balint 的這些相同的早期觀點，
有些經由 Clara Thompson (1964) 帶入美國的蘇利文人際學派，在此分析雙方交互影響
的共同建構特性進一步被發揚光大（不過 Ferenczi、克萊恩以及 Racker 重視的退行消失
了）。 

在此脈絡，乃至後續發展的所有脈絡下，很重要的是要強調，看到移情與反移情的
共同建構或共同深化特性，並不會減少分析師的責任或對分析師的要求。反移情工作在
意識與潛意識層次進行，而了解反移情的工作在反移情某些面向發生的時段之外仍繼續
進行著。 

投射認同之機制與反移情不同，在精神分析學界並未被普遍接受。 

雖然自我心理學家與衝突理論學者承認反移情的面向當中，病人會引發分析師某些
經驗及／或行為反應，他們偏好將此面向稱為「移情實現化」與「角色反應性」，強調
分析師「活出」病人的潛意識幻想，認為這些詞語更貼近他們的經驗 (Sandler, 1976)。 

在英國，隨著 Sandler (1976) 的「角色反應性」概念，他提出另一個理論演繹取向，
及英國「當代佛洛伊德學派」。他描述病人如何嘗試以現實上的互動行為實現內在的客
體關係。此種包含一個主體角色以及另一個內在客體角色的內在心理互動，將引發分析
師的特殊反應。有時分析師可能注意到自己有做出某種行為的衝動，但往往只在後來注
意到他／她已經開始以某種特定方式來對待病人（此處與「共演」概念討論的脈絡有特
定的關聯，並有別於反移情）。根據 Sandler 的看法，分析師的反移情反應是妥協的產物：
呼應病人的潛意識期待與願望，同時也呼應分析師自身的傾向，因病人經常潛意識地注
意到分析師的傾向並且利用之。分析師對於此種角色反應性的覺察，可以作為追蹤病人
主要的移情衝突之重要線索。 

與此同時，1950 與 1960 年代所謂主流的北美精神分析，根基於自我心理學／結構
理論，則繼續著一人模式，且贊同反移情的狹隘定義。傳統概念定義反移情為在分析師
的精神中，包含一系列的感覺、阻抗、內在衝突、盲點、意識上與潛意識上對待病人的
態度、對於病人移情的反應，以及對病人的移情等等。然而，安娜佛洛依德的兒童精神
分析工作，其高度發展的臨床情境包括了兒童和照顧者的參與，對美國產生了影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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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 Chestnut Lodge 進行的精神病患的分析工作、以及在 Menninger Clinic 進行的創傷
與邊緣性人格病患的分析工作，以上皆證明了環境因素與客體關係，對於心靈內在結構
的發展與形成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些臨床經驗強調了在分析師／被分析者情境中，移
情—反移情中的互動場域的重要性 (Moscowitz, 2014)，其理論的系統性整合則稍晚才在
Loewald 的著作中出現 (1960, 1971, 1975)。 

Loewald 是一位轉型的代表人物，從 1960 年代起持續工作著。他起初深受海德格
現象學方向的影響，而從他主張的較為「開放系統」版本的驅力理論和客體關係理論來
看，Loewald 可視為與 Winnicott (1947, 1950, 1972)、Erikson (1954)、Kohut (1977)、Mitchell 
(1993, 1997)、Aron (1996)、Hoffman (1998)、和 Bromberg (1998) 等人之間有所連結。在
他的發展模型裡，孩子的自我乃是從母／嬰之間身心互相影響的一個核心產生出來，在
此，母親的心靈與孩子尚未分化的狀態互動著，整合與崩解呈現螺旋式與振盪式的發
展，而朝向進一步的深度整合推進。這個發展模型對於移情與反移情的意涵是，即使是
以個體為中心，所有的經驗都湧現自互為主體之間的交換 (Loewald, 1960)。 從孩童精
神分析以及對精神病和邊緣性人格分析的經驗裡發現，分析師的反應會承受病人潛意識
更大的壓力。Loewald (1971) 承認這些發現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聲稱，移情與反移情
無法被分開檢視，而且分析師與病人雙方都會顯現移情─反移情的反應，這些是分析歷
程的常態要素。 

Loewald 的觀點豐富了反移情的討論，不只影響了逐漸多樣化的北美精神分析文
化，而且影響全世界。自此之後，反移情被視為在病人與分析師互相交織的分析關係裡
不可或缺的面向，這是現今精神分析中一個相當主要的觀點。 

這個觀點與法國、比利時、還有位於北美的法語系分析團體的法式互為主體論者思
想裡的某些元素有些相似之處。有時被稱為第三模型，這一觀點主張人類發展歷程裡，
「兩人心智」的發展乃更早於驅力、防衛、與心靈內在幻想的「一人」精神自主性：在
人類生命的第一階段，嬰幼兒的心智發展必須先考量到照顧的環境（兩人心智），然後
才是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系統的內在地形學分化，與原我、自我、超我的結構形成（一
人心智）。透過「主體化」的過程（成為一個內在分化完成，具有內在結構性的主體），
與「真實（具有潛在創傷力的）他者」的親密連結是至高無上的 (Lacan, 1966/1977)。
Laplanche (1993, 1999) 將拉岡的「創傷性的真實」（他者—照顧者）—的說法帶進互為主
體理論的範圍。他強調，（屬於成人照顧者的）潛意識裡的性，會被與嬰兒身體的親密
接觸所激發，而以一種神秘訊息的形式「污染」與嬰兒的親密交流。他的發展理論概念
後來被他人進一步延伸，直接應用到臨床上的交流與反移情的領域。例如聚焦於「表徵
的活動」與「事後的情感命名」，透過這些，孩童／病人「建構出我」 (constitutes the I)  
(Aulagnier, 1975/2001, p.97)。又如強調父母／分析師保持恰當距離的能力，以促進象徵
化與表徵，「這對於思想的形成是必要的」 (Green, 1975, p.14)。 臨床上這可以轉譯為，
仔細「聆聽」病人與分析師之間透過話語與行為而呈現的各種形式的潛意識交流與情緒
傳遞，如同「共享─傳遞的情感」(Parat, 1995) 與去中心化的臨床聆聽的｢反移情位置」
(Faimberg, 1993)。 

 

三、此概念的國際間交流影響與當代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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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當代佛洛伊德學派與客體關係理論 

在北美的當代自我心理學與衝突理論裡，Lasky (2002) 遵循 Arlow (1997) 與 Abend 
(1986) 而聚焦在分析師工作時的內在狀態與歷程的細微之處，在同理、分析工具，與反
移情本體之間做出區分。Blum (1991) 聚焦在分析過程中，雙向性的移情─反移情場域中
情感交流的複雜性，以及在精神內在衝突的典範裡，對辨認、經驗、溝通與調節情感方
面有特定困難的病人做分析會遇到的特殊問題 (Ellman, Grand, Silvan & Ellman, 1998)。 

Kernberg (1983) 在關於輕微邊緣性人格患者的性格分析的著作中，區分了長期與短
期的反移情。他呼應 Heimann (1960) 的影響，寫道：「…對於診斷出那些長期的反移情
扭曲（比起短期反移情的發展散佈更廣，雖然不那麼突然），以及細微但強烈且別無他
法可以看出的移情行動化，長期的僵局是很重要的線索。如此看來，當通往直接移情探
索的第一條路徑有所不足時，對分析師本身的全部情緒反應的分析，乃是『第二條路
徑』…」 (pp.265, 266；emphasis added)。總而言之，Kernberg 反移情觀點 (1965, 1975) 
的演進逐漸變得更重要，尤其是在和邊緣性病人工作之時。雖然在 1965 年他提出警告，
放寬「反移情」概念去包含分析師的所有情緒反應會有危險（如此一來此概念將失去其
特定意義），但在 1975 年他確認並強調了詮釋反移情時建構性的分析工作。尤其在與邊
緣性病人工作時，分析師必須處理自身（有時會發生的）內在的強烈反應，這些是對病
人投射的非常原始的客體關係的反應。在他最近的「移情焦點治療」 (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 TFP) 中，他勾勒出的典範是明顯地聚焦於邊緣性病人的移情反
應，內在卻密切監測分析師的反移情的治療方式。在這個模式裡，分析師從「第三方」
的位置做詮釋，詮釋性地評論兩方參與者在對話中的互動 (Kernberg, 2015)。 

作為介於客體關係及關係理論之間的一位富生產力的人物，Stephen A. Mitchell 
(1993, 1997) 傳達了一個有力的訊息，那就是反移情之情感乃是心理動作的驅動力。他
描寫的案例常常捕捉到精神分析師與被分析者兩造絕望的片段。Mitchell 認為，若無這
些無望的經驗，分析師也無法被驅動去做必要的工作來理解這種僵局發生的過程。在他
的著作中，分析師與被分析者都各自具有權威性。 

在廣泛的古典傳統中，關於反移情分析的狀態、功能、與限制的爭論，現今的狀況
是在特定取向內與不同取向之間持續進行中 (Gabbard, 1982, 1994, 1995)。 Jacob  (1993) 
關於分析師反移情運用的原創理論論述即取自客體關係、當代佛洛伊德學派 (Sandler, 
1976)，以及自體心理學。對 Jacob 而言，反移情自最豐富多彩而多重格局的型態中誕生，
如同移情一般地豐富（依自己的方式）而難處理。在他的著作中，分析師所有的工具，
包括創意地運用所有的身體、心智、幻想、及人際經驗，對分析工作都至為重要。現今
反移情不是個難題而（部份地）是個解答，是一個分析師工作必要的註記。在 Jacob 的
運用分析主體性此一假設底下，是他對隱微而普遍的溝通的假設－後設的、意識的、前
意識的，與潛意識的溝通－透過所有分析兩造的經驗鞏固與聯繫著。既然意義的製造是
如此豐富地共同建構而成，它不可避免地需要分析師了解並非常深入地探索他／她自己
在這個複雜溝通中的部份。對 Jacobs (1991, 1999, 2001) 和 Smith (1999, 2000, 2003)，以
及更偏向客體關係取向的分析師，諸如 Ogden (1994, 1995) 及 Gabbard (1994) 而言，儘
管他們之間存在著差異，分析師的主體性對最終推動分析工作前進的自我分析，是至關
重要的。由此思路出發，現今反移情更多被認為是共演（ Harris, 2005 ；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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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CTMENT）。 

反映著反移情的重覆與強迫的面向，Smith (2000) 提出反移情可能（甚至同時）阻
礙與加強分析進展一說。Smith 在此做的事就如同佛洛伊德對移情所做的事一樣，亦即，
展示它可能既是阻抗也是改變的動力。正如任何的強迫性重覆一樣，裡面同時存在著朝
向健康與疾病的推力。 

Apprey (1993, 2010, 2014) 延伸了 Sandler 對於反移情驅動的角色反應性的見解：「去
處理移情─反移情的連續體中提到的懇求、需要，與所有的刺激，這些是受到潛意識願
望所驅動，希望在當前臨床情境的公共空間中重演或翻轉歷史宿怨」（Apprey 與 
Papiasvili 的私下對話, 2014)。Apprey 身為一個橋接投射認同、共演、及角色反應性等複
雜概念的當代佛洛伊德學派學者，在他所認為的當代北美對此概念的獨特的延伸及運用
中，他描繪了角色反應的分析師是在促進「…從破壞性和壓迫性的內在客體中獲得精神
解放」，這些內在客體從他／她自己的心智中侵入性地折磨與擾亂病人。 

Freedman、Lasky 與 Webster (2009) 用互為主體的基質 (intersubjective matrix) 呈
現出佛洛依德學派、拉岡學派、溫尼考特學派的象徵化與三角關係概念的複雜組合，同
時區辨了所謂的一般與特殊的反移情：一般反移情指暫時的斷裂，特殊反移情則指僵
局，它們對分析師而言是如此無法忍受以至於必須要被排除到意識之外。拉岡學派理論
透過「欲望的鏡片」(Lacan, 1977) 來看待反移情，在此與溫尼考特學派「夠好的分析歷
程」與「潛在的崩潰」的架構相遇 (Winnicott, 1972；1974)。 

 

三、B. 場域論與相關的觀點 

如 Ferenczi 與 Sullivan (1953, 1964) 在臨床上的預期，並受演進中的客體關係理論影
響，「場域」的概念顯著地加入反移情的討論。源於 Maurice Merleau-Ponty (1945) 的現
象學，與 Kurt Lewin (1947) 的歐洲—北美新完形 (neo-gestalt) 社會心理動態場域理論，
精神分析師（特別是在拉丁美洲與義大利，美國也有一些）採取這個觀點，將分析設置
或情境視為一個整合的整體，其中任何面向皆與其餘面向緊密地牽連。在此系統中，反
移情是一個精神分析治療經驗之網的不可或缺的面向。這些反移情看法的主要倡導者是
阿根廷分析師 Willy 與 Madeleine Baranger。他們將分析歷程描繪為一個演進中的雙人場
域，被設置所界定，但包含了兩個互動主角，彼此以一種不可避免但隱微的方式互相影
響。這様的精神分析歷程是一個「聯合的創作」，從移情與反移情同時出發。這種移情—
反移情發源於一個動態場域，其中可能創造一個「堡壘」的想法 (Baranger and Baranger, 
2008；orig. 1961)，暗示著分析師與被分析者會陷於僵局也會有新的創造。場域的結構
「是由投射與內攝性認同的過程與反向認同的相互影響所構成，且和病人及分析師各自
不同的限制、功能，及特徵一同運作」（同上，p. 809)。在巴西， Roosevelt Cassorla (2013) 
發展了當代對於急性及慢性共演的想法，它是因分析兩造間的相互行為流洩而出現，它
侵入分析的場域，反映出過去當言語象徵化受損時的某些場景。這些近代拉丁美洲的反
移情觀點根源於 Barangers and Bleger (1967) 的著作與傳統，其與 Racker (1968) 與 
Grinberg (1968) 一同演進且相互影響，通常有帶著拉岡學派的特徵 (de Bernardi, 2000；
Cassorla, 2013)。 

在歐洲和北美兩處，精神分析場域理論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在美國的 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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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曾提出一個人際取向觀點場域理論的原創性闡述。在歐洲，場域理論主要的代
表人物之一是 Ferro，他將場域理論與比昂學派 (Bionian) 的觀點結合。在 Ferro 和 Basile
的著作中 (Ferro and Basile, 2008)，場域在今天被了解為病人和分析師各自人生中多重角
色的一個交會點，如同在舞台上一樣。這些作者完全聚焦於每次分析會談所浮現的敘事
世界裡。他們區分一系列的反移情層次。「這些區分是基於場域所展現的模式，以及運
用何種模式來調整它自身的張力」 (Ferro and Basile, 2008, p. 3)。在分析時段的敘事中角
色轉換被視為代表著「分析領域的轉變」。探索這些連結闡釋了在（病人的）投射認同
和（分析師的）神遊之間某個「頻道」的打開與關閉（同上，p. 3）。Ferro (2009)和 Civitarese 
(Civitarese, 2008；Ferro and Civitarese, 2013)強調使用分析師的心智和身體，保持在神遊
之中，作為一個指引，通往病人內在，以及分析師與被分析者之間的潛意識歷程。 

這個觀點與在英國受訓的北美分析師 Thomas Ogden (1994a,b；1995) 提及的「共同
創造的互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可辨識克萊恩學派的影響。根據 Ogden，移情和反
移情的內在精神觀點，不應該只是用互為主體的移情─反移情的基質來補足，這些觀點
應被視為構成一個辯證，導向一個「（互為主體的）分析的第三方」，那是一個新的演變
中的主體 （與場域類似），它所包含的大於各部分的總和。 

在法國精神分析的架構內，Green (1973/1999；2002) 同樣也結合了精神內在與互為
主體觀點，他本著 Winnicott 潛在空間的概念，在三級歷程的範圍中定義出另一個結構。
他的版本是「分析的客體」（分析的客體和在分析中的客體）就像「第三客體」，它既不
屬於分析師也不屬於被分析者，它有過渡性的特徵，是在分析兩方的相遇中形成。在
Green 的想法裡，互為主體的關係是連接兩個精神內在的主體，而「正是在精神分析雙
方內在世界的交織中，互為主體性才有了實質內容」(2000, p.2)。 

三、C. 兩人心理學、精神之間 (interpsychic）與互為主體性的焦點；反移情作為「共
通點」 

從歐洲開始（特別是義大利），在過去十年間，（除了「互為主體的」）「精神之間的」
概念化在全世界已經越來越被重視 (Bolognini, 2004, 2010, 2016)。這股新興的興趣呼應
佛洛伊德的說法，即兩個潛意識系統如何能直接接觸並且互相影響，而不必更高形式的
意識和主觀的參與 (Freud, 1915, 1937a,b)。在論述精神之間的概念化上，場域理論裡具
有轉化作用的 「場域的調節」 (Ferro, 2001)、溫尼考特學派的 「過渡性」 概念、以及
將神入視為一個複雜現象的論述 (Bolognini, 2009) 都特別的相關。在 Stefano Bolognini 
(2016) 近期的著作中，「精神之間的」可被視為一個「功能性的前主體層次，在那裡，
藉由採用『正常的』具溝通性的投射認同，兩個人可以交流內在的內容」 (Bolognini, 2016, 
p.110)。如同一個延伸的精神向度，它反映了從內在被經驗到的、兩個心智的相互影響。
在技術的使用上，當分析對話被經驗為精神之間的，它會獲得一個「新的、更具體的效
用，首先是在涵容，然後是在象徵化 (Bolognini, 2004)」。許多不同的當代精神分析傳統，
已經對此做了闡述，包括新克萊恩學派和新比昂學派，他們認為精神之間的工作主要著
眼於是否準備好去承接投射認同 (Steiner, 2011；Pick, 2015)。 

與此觀點有關的是法國一系列互為主體性的思考，重點是在潛意識溝通，此溝通必
須經由謎樣的訊息、留意病人的空間不受到侵犯、分析師的主體性、以及將分析師的表
徵能力與象徵能力用於為病人的主體性、表徵能力和象徵能力服務，方能達成。在反移
情的脈絡中，有一個例子是 Faimberg (1992, 2005, 2012, 2015) 提出的去中心化臨床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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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移情位置，也被稱為對聆聽的聆聽，這包括分析師密切監控著自己如何聆聽到病人
所聽到和所說的（反之亦然），這帶來許多驚奇，這也作為一個指引，來理解病人的接
受性以及象徵的表徵狀態。Jaqueline Godfrind-Maber 和 Maurice Haber (2009) 的共享行
動經驗的概念構成了一個精神之間的實體，那是一個被活出來的「行動的意象」，尚未
象徵化為文字，但具有象徵的能力。從潛在到實現，以及從行動表達到思想表達的象徵
的跳躍，都可以透過分析師的反移情參與來達成。相似地，Rene Roussillon (2009) 的著
作追蹤病人的行動和身體是如何夾帶著其前語言期歷史的事件訊息。在移情─反移情層
次上精神間的傳遞，能夠促進它們成為精神生活的一部份。Green (2000)、Aulagnier 
(2015)，和 de Mijolla-Mellor (2015/2016) 等人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強調分析師對潛意
識溝通的精神之間的和／或互為主體性流動的微調，這對於分析的「共同─再─建構」、
病人早期創傷的歷史化，以及恢復象徵能力而讓詮釋更有意義，是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 

在美國和全世界具有嬰兒研究、系統理論和自體心理學背景的分析師們都已經公開
承認關於兩人、系統間的觀點。當代關於相互的情感調節和情感投入的嬰兒研究 
(Tronick, 2002) 可能與臨床所關注的精神之間的傳遞特別相關。應用在與成年人的臨床
工作中，許多作者 (Nahum, 2013)強調精神分析歷程中潛規則的聯合創作。然而，他們
淡化了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而強調促進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的相遇。 

儘管最近在許多當代思想學派中，這個概念的明確使用、明確提到的「反移情」可
能不再那麼當紅，但並不意味著分析師個人方面的貢獻已經失焦，恰恰相反：病人和分
析師之間相互交織是當今精神分析的主要觀點之一。如果我們檢視較長的歷史沿革，在
精神分析的方法基本要素這個脈絡下，反移情毫無疑問獲得了特別的重要性。 

反移情除了可以促進成長和增進知識，Gabbard (1995) 認為反移情已經成為不同取
向精神分析師之間正在形成的共通點。他追溯這一點到兩個關鍵概念的發展，例如投射
認同和反移情共演（參閱投射認同和共演各自的條目）。隨著將分析師的情緒反應視為
接近及影響病人內在世界的一個工具之長期演進史，最近的討論包含了探討是否及如何
擴展在分析情境裡對反移情的主動及明確使用，譬如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應該向病人揭露
反移情，目的是為了促進病人理解他／她自己的經驗 (Renick, 1999；Gediman, 2011；
Greenberg, 2015）。但是，目前對這種介入技術的有用性還沒有達成共識。 

 

四、結論 

從佛洛伊德在 1895 年卓越的反移情夢「伊瑪注射的夢」開始，從「精神分析的誕
生」到後續的演變歷程，反移情概念的發展體現了理論和實務之間、臨床工作和概念化
之間的持續互動。 

雖然反移情在早期主要被視為分析師臨床效用的一種風險，但「其他」趨勢則把反
移情理解為精神之間歷程的結果，這趨勢一開始只是隱微的，但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
代，當反移情的定義逐漸擴大時，此趨勢在分析的討論中變得越來越明確。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和二十一世紀的開始，人們進一步關注精神之間的現象與歷
程，不只是發生在分析情境兩個主角的精神之內，也包括發生在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然而，在這個焦點中，主題優先性有很大的不同：前主體層次的交流、病人和分析師主
體的相互交織、兩人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精神場域以及各種交流管道 —— 潛意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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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情感、情緒、語言、生理狀況、行為等。當反移情越來越被視為治療工具，其臨床
和理論上的潛能和陷阱依然是分析師的主要興趣。 

這個概念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所展示的不同意義，可以根據它們指涉的其他概念以及
它們是出自什麼概念體系來組織：「反移情」指的是心智的地形學模型（意識／潛意識）; 
「反移情」指的是心智的結構模型（自我理想／超我、自我、原我）;「反移情」指的
是特定的心理機制（阻抗、投射、投射認同、涵容者／被涵容者）; 「反移情」指的是
分析過程的特定面向（有效功能、情緒反應、神入）;「反移情」指的是分析師的心理
特質／限制；「反移情」指的是精神之間互動和／或主體之間交流的移情—反移情基質
或場域。 

反移情可被視為一個主題，透過它，不同的理論傳統向彼此接近，而構成了精神分
析的「共通點」。古典佛洛伊德背景的作者已經開始意識到分析師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病
人影響。在客體關係傳統下工作的分析師也已經開始認為反移情不只是因為病人的投射
和／或置換（只是對病人潛意識歷程的迴響），而是也反映了分析師的心理傾向。 

今日，跨越精神分析文化、理論和臨床多元性的分歧，關於分析師的情緒受到病人
和分析師自己的影響這一點，已獲得廣泛的共識，也見證了分析師在工作中如此豐富、
多元、不可或缺和人性化的面向。 

也參閱： 

涵容：涵容者—被涵容者 

投射認同（即將推出） 

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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